印度學者Govind Kellkar對當代中國社會變遷與婦女發展的省思
施雪琴   廈門大學

女性研究已經成為國際學術界多學科研究的重要課題。隨著當代中國政治經濟體制從封建社會向社會主義以及市場經濟體制的嬗變，傳統中國社會的各個層面，包括價值觀念、社會結構與性別關係也遭遇政治經濟制度變遷所帶來的巨大衝擊而發生劇變。婦女作為當代中國社會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當代中國婦女發展，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婦女的地位變化成為觀察與研究當代中國社會變遷的一個不可忽視的熱點話題與學術課題，中國最高級別的婦女組織---全國婦聯，分別於1990年與2000年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了兩次具有歷史意義的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
同時，國外研究中國婦女問題與性別關係的學者也非常關注中國婦女發展與社會地位變遷，有不少專著問世。
其中，印度女學者Dr. Govind Kelkar對當代中國婦女發展的研究，不僅反映了一個與中國社會文化環境、人口性別結構、女性生存狀況相似的亞洲大國的女性學者對中國婦女問題的觀察與思考，
而且也從一個方面折射出作為後起之秀的“印度中國學研究”的廣度與深度，值得我們加以介紹與關注。

一
作為印度中國歷史研究，尤其現代中國政治史、社會史與中國婦女史的先驅人物，Dr. Govind Kelkar對中國問題的興趣與研究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20世紀60年代末期至70年代末期，其研究興趣集中於中國革命與農民運動。第二階段從1978年至1990年，這一時期，她主要關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農村發展與中國婦女的地位與角色。第三階段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主要關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經濟發展與婦女地位的變化、存在的問題與挑戰。
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Dr. Govind Kelkar就對中國現代歷史產生濃厚興趣。她當時是德里大學歷史系講師，為了研究現代中國的政治經濟，她開始學習中文，並把現代中國政治經濟問題作為自己博士論文的方向。1971-1974年，她獲得Fulbright-Hays獎學金與兩項國際學生獎學金前往美國學習。她在美國密執安大學完成遠東研究的碩士課程後，又在密執安大學歷史系中國研究中心追隨從事中國研究的Prof. Ann Arbour攻讀博士學位，並受到美國著名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專家費維凱（Albert Feurwerker）
。Dr. Govind Kelkar的博士論文題目是《陝甘寧邊區時期的政治宣傳與群眾運動：1937-1945》（Political Communications and Mass Mobilization in Shaan-Gan-Ning Period:1937-1945），該博士論文不僅是Dr. Govind Kelkar十年來對現代中國政治史研究的一個總結，而且也開啟了她對中國婦女問題的關注與研究。在論文中，Dr. Govind Kelkar聚焦中國共產黨對陝甘寧邊區農民的動員以及陝甘寧邊區農民運動的開展，其中涉及到陝甘寧邊區婦女在共產黨組織動員下參加革命與社會改革的歷史。獲得博士學位後，Dr. Govind Kelkar被印度理工學院（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聘用，講授亞洲現代史與現代化等課程，並在“國家銀行管理研究所”任職，她開始將中國與印度兩個亞洲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作為比較研究的物件。1978年5月，受中國人民友好協會的邀請，Dr. Govind Kelkar開始了她的首次中國之旅，並成為1962年中印戰爭之後第一位訪問中國的印度學者。
1978年對中國的訪問開啟了Dr. Govind Kelkar對中國研究的第二階段。1978年的中國之旅，Dr. Govind Kelkar訪問了北京、上海、山西、雲南、湖南、甘肅、蘇州、杭州等省市。在這次訪華期間，她還參觀了毛主席的故居韶山，以及毛主席親自樹立的中國農業發展的典型---山西大寨。大寨人以及大寨精神，尤其是大寨湧現出來的以郭鳳蓮為代表的“鐵姑娘”們給這位來自印度的女學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寨精神以及“婦女能頂半邊天”的社會政治動員口號促使她開始用一種新的眼光來觀察與研究中國婦女在社會主義農村建設中的地位與影響。Dr. Govind Kelkar這次訪華的成果不僅反映在她撰寫的《毛澤東以後的中國》一書中（China after Mao），更重要的是，這次訪問促使印度知識界開始關注與討論中國，一個與印度一樣有著悠久文明、但在獨立之後走上與印度不一樣的發展道路的新國家與新社會。Dr. Govind Kelkar返回印度後，印度的主流媒體如“經濟與政治週刊”、“印度時報”等向她約稿，請她撰寫有關中國社會與婦女問題方面的文章，相關學術機構如孟買大學、塔塔社會科學研究院（Tata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也請她開設講座，發表中國之行的觀感與評論。可以說，Dr. Govind Kelkar這次訪華及其對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情況的介紹與評論，無疑有益於印度社會、尤其是印度知識界重新認識中國，並對剛剛解凍、趨向緩和的中印關係朝著正常、健康發展有著積極意義。
1990年代以來，作為亞洲技術研究所（AIT）的研究員，Dr. Govind Kelkar多次訪問中國進行社會經濟考察與學術交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經濟的劇變促使她開始關注全球化、中國經濟改革、社會轉型與婦女發展等相關問題。通過對當代中國經濟社會改革以及婦女地位變遷的觀察與研究，Dr. Govind Kelkar對中國社會經濟與婦女發展問題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認識。一方面，她高度讚揚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高效與成就，尤其是在基礎設施的建設方面使印度望塵莫及。另一方面，她也看到中國經濟改革中出現的眾多社會問題，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下日益趨嚴重的社會階層、性別不平等，農民的邊緣化遭遇與抗議，中國市場經濟與婦女發展以及色情業在中國嚴重氾濫等社會問題。因此，當代中國農村經濟改革與農村婦女發展成為Dr. Govind Kelkar研究中國社會的一個新領域。
二
可以說，Dr. Govind Kelkar對中國農村婦女問題的研究緊緊圍繞時代主題，將中國婦女發展放置在現代中國政治經濟與社會變遷以及中國文化的語境中來加以考察與研究。圍繞中國民主革命時期陝甘寧邊區的婦女與中國革命，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大寨婦女，以及當代中國農村經濟改革與婦女發展這三大主題，凸顯了Dr. Govind Kelkar對20世紀中國政治經濟與社會變遷的把握及其對婦女發展影響的深刻洞察。
對中國婦女現狀與地位的關注與研究，尤其是對當代中國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及其對農村婦女的影響是Dr. Govind Kelkar研究中國婦女問題的重點。她對中國農村婦女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中國傳統男權觀念及其對婦女的壓迫；中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對農村婦女地位的影響；當代中國市場經濟發展中的女性地位、問題與挑戰。
首先，Dr. Govind Kelka將中國婦女問題的研究置於中國傳統文化的背景中。婦女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角色與地位對來自印度的Dr. Govind Kelkar並不是一個陌生的話題。同印度一樣，中國仍然是一個以男性為主、以男權為尊的男尊女卑的社會。儒家文化塑造的“三從四德”的中國傳統婦女形象與印度教經典《摩奴法典》所規定的婦女從屬地位十分相似！隨著時代發展與社會進步，雖然女性的自我意識不斷增強以及法律對性別平等的強化，但傳統文化觀念仍然根深蒂固，影響兩性關係與婦女發展。Dr. Govind Kelka指出，中國與印度一樣，尤其是在農村地區，婦女的角色與地位仍然是一個沉重的話題，除了承擔傳統的家務勞動與繁重的農業生產外，家庭暴力是農村婦女生活中面臨的一個嚴重問題，它危及到婦女的生命安全與個人的尊嚴，凸顯了男權社會對婦女生命與尊嚴的輕視與踐踏，因此，中印兩國的婦女發展與女性地位的提高，應該對傳統文化中“男尊女卑”的思想進行反思與改造。
其次，Dr. Govind Kelka非常關注當代中國社會政治經濟變遷對婦女地位的影響，1990年，她出版了《婦女與中國農村經濟改革》一書。自上個世紀70年代末期以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率先在農村地區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度逐步取代了過去的集體所有制，農村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的變革對中國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影響。新經濟制度下，廣大中國農村婦女的角色與地位成為研究中國婦女問題的新課題。Dr. Govind Kelka認為，一方面，隨著中國農村從集體所有制向家庭承包制的轉變，婦女承擔的勞動更多，不僅承擔以家庭為單位的生產性的勞動，而且家務勞動等傳統義務幾乎也完全由婦女承擔。並且隨著農村男性勞動力大規模流向城市務工，在中國農村，婦女幾乎成為生產勞動的主力軍，在一些農村，農業“女性化”的現象尤其明顯，但這種“女性化”還表現出一種簡單的、低層次的特徵，因為婦女主要集中在生產領域，而被排除在高層次的農業技術管理與農業商業經營等方面。另一方面，大量農村女性也加入了中國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的“民工潮”，這種遷移對家庭、對未成年孩子、對農村的影響也成為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第三，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發展是當代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總的趨勢，市場經濟發展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響。市場經濟體制下對中國婦女的價值觀念、就業選擇、戀愛婚姻等影響也日益凸顯出來。Dr. Govind Kelka在她的觀察與研究中發現，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社會對婦女歧視表現出普遍化與深化的特徵，男女事實上的不平等現象日趨嚴重。值得指出的是，Dr. Govind Kelka認為，中國工業化進程發展與產業結構的變化，尤其是第三產業的發展對推動女性參與社會生產、提高女性的就業率發揮了積極作用。但第三產業發展對婦女的就業選擇與社會地位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負面的影響，尤其是伴隨著近年來旅遊業的蓬勃發展所催生的色情行業以及許多婦女被迫捲入色情行業的現象，成為中國婦女發展所面臨的一個日益嚴重的問題。色情活動的氾濫是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進程中面臨的一個共同問題，但短短的三十年間，中國從改革開放以前基本消滅娼妓業的“毛澤東時代”，到改革開放以來娼妓業的死灰復燃、甚至猖獗氾濫的這種轉變，不僅凸顯了當代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中普遍存在的信仰缺失、道德淪喪、價值觀念錯位等嚴重問題，同時也折射出中國婦女在工業化時代與市場經濟體制下面臨的就業危機、工作歧視以及國家政策與法律在保護婦女權益方面的缺陷與失效。
因此，Dr. Govind Kelka概括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婦女的角色與地位、面臨的問題的挑戰，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第一，中國婦女在參與社會性生產活動提高的同時，家庭勞動並沒有得到減弱，不僅“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與模式沒有根本性變化，女性反而承受來自社會與家庭的雙重壓力。第二，Dr. Govind Kelka指出，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婦女參政率較低，大約在20-25%之間，而印度婦女的參政率大約在33%。中國婦女參與政治決策層的比例更小，在多數時候，女性領導人僅僅是作為象徵性的角色。Dr. Govind Kelka對中國婦女參政問題的觀察基本符合中國婦女參政的現實。我們知道，婦女參政是衡量婦女社會地位的一個核心指標。2000年，“全國婦聯婦女地位調查課題組”在對全國開展婦女地位調查後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婦女參政地位總體上有了相當程度的提高，但現實中，婦女參政的不廣泛性或薄弱性卻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這種薄弱性表現在：在權力參與方面，重要崗位上女性任正職的比例，與人大政協比，黨政領導是薄弱領域，黨政相比，黨的領域更顯薄弱；基層政權崗位上女性領導比例匱乏。在民主參與方面，知政能力不及男性；參與非政府組織的比例低於男性；參加選舉的比例以及投票的品質也低於男性。
總之，中國婦女參政狀況是, 高層少於低層, 執政少於議政。農村婦女的參政度更低於城鎮婦女。
第三，社會對女性的歧視仍然很嚴重，尤其表現在在女性就業歧視方面。中國改革開放後，隨著私有化進程的加快與市場經濟的發展，女性就業面臨越來越多的歧視，不光私營企業，就連一些政府部門在就業方面也公開歧視女性。
第四，中國政府對婦女的保護在法律上不斷完善，但在執行方面還有很大的差距。婦女組織在中國的發展還處在相當落後的狀態。
三
Dr.Govind Kelka對中國婦女問題的研究，在研究方法與觀察視野方面，也值得關注。她注重從多學科，如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學科，探索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技術變遷對婦女發展的影響，她尤其重視中國社會史的研究，從文化、政治、性別、階層、民族等方面來觀察當代中國社會的變遷與發展。
首先，她的博士論文《陝甘寧邊區時期的政治宣傳與群眾動員》可以說是一部探討中國政治與社會史的專題研究。該書從社會史的視閾，分析了中國革命時期陝甘寧邊區鄉村社會各階層、群體與中國革命的互動，從政治與社會的角度分析特定的政治環境下，中國鄉村社會參與政治社會生活的方式及其影響。
對後毛澤東時代中國社會的觀察與研究，社會史仍然是Dr. Govind Kelka的偏愛。她從婦女/性別研究的角度，以大寨婦女為模本，考察婦女在中國社會主義農村建設運動中的角色與地位。大寨婦女“鐵姑娘”形象的樹立，成為繼陝甘寧邊區時期以來，中國共產黨運用性別政治化的宣傳策略來開展群眾/婦女動員運動的又一次成功典範。從陝甘寧邊區時期宣傳“婦女解放”到大寨時期強調“男女平等”、“婦女能頂半邊天”的政治動員，均從政治與社會史的層面展示了中國政治、社會變遷對中國婦女的影響以及中國婦女在中國當代政治史上的地位與角色。
除了從社會史角度觀察與研究中國婦女發展的演變，Dr. Govind Kelka在性別研究方面也注意到技術進步對婦女發展的影響。1980年，Dr. Govind Kelka在《婦女勞動與農業技術》一書中就探討了農業的技術進步，尤其農村電力照明、家用電器、以及現代化的廚房灶具、生物能源的推廣使用，必定會將婦女從傳統的、繁重的生活方式中解放出來，這無疑有助於農村婦女有更多的時間與精力投入社會活動之中。因此，她認為技術進步與鄉村的綠色能源革命對推動婦女發展有積極意義，這一觀察視野與研究方法不僅對拓寬中國婦女問題的研究領域頗有啟示，而且對相關部門在政策上與實際工作中採取有效措施推動農村婦女的發展也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
其次，關注多元文化群體的婦女發展，尤其是少數民族婦女的家庭與社會角色在Dr. Govind Kelka對中國婦女問題的研究中占重要地位。在她主編的《亞洲森林社會的性別關係：與父系社會的對抗》（Gender Relations in Forest Societies in Asia: Patriarchy at odds）一書中，考察與分析了雲南納西族摩梭人母系氏族社會的文化傳統與生活、生產方式。在對雲南西雙版納傣族婦女生活的人類學田野調查中，Dr. Govind Kelka注重考察旅遊業與商品經濟發展對推動傣族婦女參與經濟活動以及婦女社會地位的影響。
Dr. Govind Kelka是一名來自印度的女性學者。印度作為亞洲大國，與中國有許多相似之處，同是發展中國家、婦女人口眾多、典型的男權社會、正處在現代化進程之中，因此，中印兩國婦女發展面臨許多相似的問題與挑戰。在這樣的背景下，Dr. Govind Kelka對中國婦女的觀察與研究，自覺或不自覺地與印度婦女的發展相比較。1987年，她出版了《當代中國與印度：婦女與鄉村發展》。在她看來，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農村婦女在許多方面，如受教育程度、男女平等、婦女保護的立法以及婦女就業方面遠遠好于印度婦女的狀況。但在婦女參政方面，印度婦女的表現要好過中國婦女。在印度婦女的政治參與比例達到33%，接近發達國家的婦女參政比例。而中國婦女參政比例一直維持在21%左右。印度維護婦女權益的非政府組織發展也遠比中國發達。與中國相比，印度婦女運動呈現出高度分層、結構多樣化、享有國際聲譽、精英化以及城市化等特徵，而中國婦女組織的缺乏、中國最大的婦女組織---全國婦聯的保守性以及中國婦女運動的草根性，都在一定程度阻礙了當代市場經濟環境下中國婦女運動的開展與婦女地位的提高，加深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性別權力關係的失衡。
四
應該看到，人類文明發展到今天，婦女問題，已不單純是社會科學領域所強調的性別政治與性別權力關係的研究。在世界文明發展與演變的歷史長河中，伴隨著人類從母系社會發展到父系社會，從原始社會到階級社會，從野蠻社會到文明社會，女性地位經歷了跌宕起伏的轉變。從世界範圍來看，婦女作為推動社會發展與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力量已被普遍承認。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女性的社會性別已經超越其生物性別，女性地位與女性發展已經被國際社會公認為衡量一個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社會文明程度的一個標誌性指標。從國家來看，中國與印度，作為世界人口第一與第二大國，婦女人口數量龐大、婦女地位與婦女發展有許多相似之處，因此，Dr. Govind Kelka對中國以及印度婦女問題的比較研究，不僅對促進中印兩國婦女發展有重要意義，而且對推動世界婦女的發展也具有標誌性的意義。
� 工業化與人口遷移對婦女地位的影響是一個具有時代性的重大問題。丹麥著名農業經濟學家Esther Boserup 在其開拓性的著作《經濟發展中的婦女角色》（Women's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0)一書中曾提出“婦女地位在工業化進程中有所下降”的觀點。中國著名的女性問題研究專家李銀河教授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也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婦女地位有所下降。為全面瞭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婦女的社會經濟、政治地位，全國婦聯，分別於1990年與2000年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了兩期具有歷史意義的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關於第二期調查的觀點，請參看，全國婦聯婦女地位調查課題組：《婦女地位：進步還是倒退？第二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研討會主要觀念綜述》，《婦女研究論叢》2002年第6期。


� 代表作如Wolf Margery, Revolution Postponed: 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1985), Croll.E, Chinese Women Since Mao (London, 1993), Liu Qiming, Sha Jicai, Women’s Status in Contemporary China (Beijing, 1995), Tamara Jacka, Women’s Work in Rural China: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an Era of Reform (Cambridge,1997), Christina Gilmartin, Gali Hershatter, Lisa Rofel, Tyrehe White, 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e and the State (Ha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


� Dr.Govind Kellar關於中國社會、(中國)婦女研究的著述主要有China after Mao (1979), Women’s Works and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1986), Women and Structural Violence (1986), Women and Development Programs in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 and India (1987), Women and Rural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1990), Gender and Tribe (1991).


� 2008年，印度亞洲學者聯合會（AAS）與國立臺灣大學共同設立了“印度的中國研究”課題。目前，該課題完成了對當代印度七位中國研究專家學者的口述史訪談。筆者在本文中對Dr. Govind Kelkar關於中國婦女發展的觀察與研究簡單評述是基於該課題的參與者---印度尼赫魯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東亞系中國研究中心副教授Dr. Ritu Agwarwal對Dr. Govind Kelkar的訪談筆錄完成的，筆者注。


� 費維凱，美國著名漢學家，與其師費正清一起被譽為中國地域研究的先驅者，尤以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見長，曾任密執安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美國歷史學會、亞洲研究協會重要成員，筆者注。


�全國婦聯婦女地位調查課題組：《婦女地位：進步還是倒退？第二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研討會主要觀念綜述》，《婦女研究論叢》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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